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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援建、新企业进入与灾区经济恢复
———基于汶川地震“对口援建”政策的自然实验

徐丽鹤 夏萌萌*

摘要 基于 2008年汶川地震“对口援建”政策的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
验了外生援助对灾区经济恢复的作用及微观机制。研究发现:给定地震损失，灾后援建有利
于灾区经济恢复，但未显著超过震前或非灾区。相较之下，市场化水平高( 或富有) 的援助方
不利于灾区经济发展。原因在于，援建后，灾区吸引私有资本投资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
部门。而富有的援助方重视工业园区的援建，却未吸引更多投资于工业部门。本文为灾后援
助理论和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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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然灾害频发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大部分研究重点关注了灾害对经济

的影响，忽略了政府为应对负向冲击采用的灾后援助政策或应对措施的“次生影响”
( Bulte等，2018; Noy，2009)。一方面，由于灾害发生是不确定的，政府应对政策具有短
期性和应急性的特征，较难搜集数据。另一方面，灾害和援助具有时间上的重合性，较
难区分二者的混合效应。2008年 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中央政府颁布相关救灾和恢
复重建文件①( 统称为“对口援建”政策) ，为克服上述难题，检验灾后援助政策的经济影
响提供了契机。因此，本文借此案例尝试检验援助—增长理论，即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
的灾后援助是否有利于帮助灾区实现经济恢复，并实现“超越式”增长。
依据 Bulte等( 2018) 研究，本文继续利用“对口援建”政策作为自然实验，重点检验

以公共投资为主的、外生的灾后重建援助对灾区经济的中长期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其微
观机制。由于研究问题不同，识别策略上与 Bulte等( 2018) 有所差异。本文集中在地震
灾区样本中，以对口援建灾区为实验组，灾后自建灾区为控制组，用以区分地震和重建

援助的混合效应。通过构建四川省内 138个县的观测样本，时间跨度为 2002—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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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8年 6月 11日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08〕53
号) 。2008年 9月 19日颁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通知》( 国发〔2008〕31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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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的( 以及动态) 双重差分(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模型进行实证
检验①。研究发现: ( 1) 与自建灾区相比，灾后援建有利于帮助灾区经济恢复至震前的
增长水平。但因地震影响，与非灾区相比，援建灾区和自建灾区的 GDP 增速均低于非
灾区。( 2) 给定地震损失无显著差异的条件下，相较于自建灾区，虽然对口援建灾区获
得了更多的外界援助，但并没有让其经济出现“超越式”增长，当然也没有下滑。综合而
言，“对口援建”政策在解决巨大灾难发生后的经济重建，帮助灾区经济恢复是成功和值
得借鉴的。不可否认，( 3) 不同的援助方，援助的经济效果也有差异。与直觉相反，越富
有的或者市场化水平越高的援助方，相比其他对口援建方而言，反而抑制了灾区经济的

增长。通过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 一方面，灾后重建援助修建的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
吸引更多的私有资本投资在农业和服务业领域; 另一方面，一些富裕的省份将大量援助

资金投入了他们认为的重要的工业园区的建设上，但可能由于当地人口聚集度低，经济

效果并不乐观，甚至因为“荷兰病”等原理，阻碍经济增长( Bulte 等，2018)。上述研究结
果是考虑了地震损失、时间差异以及其他经济维度差异的稳健性结论。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潜在贡献:

一是为关于援助—增长理论的争议提供了新的证据。世界银行及中国每年对欠
发达地区进行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援助能否刺激受援方的经济增长一直备受质疑。
正如( Clemens等，2012) 所批判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 aid-growth) 的援助是外生
的，而现实中对外援助往往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因此，援助的实证检验无法提供反事
实依据使得其结论不可信( Easterly 和 Pfutze，2008) 。虽然关于援助—增长的理论尚
未得到一致的经验数据的检验，但对于解决世界性贫困问题，带动发展中国家发展却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更进一步地精准估计和探索。本文的研究为该争论提供
了更多的参考。
二是首次评估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中长期经济效果，填补了灾害经济学中关于

重建援助问题的研究空白。汶川地震 10多年来，学界不乏关于汶川地震对经济影响的
研究( 邓国营等，2010; 山立威等，2008)。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地震后援建政策的实际作
用。目前关于灾后重建对当地经济的恢复、发展及其传导机制等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
在媒体或者政府层面。大部分媒体报道认为“汶川对口援建”对灾区经济的作用超过了
地震前的增长水平②。我们认为该问题需要更多的学术讨论，旨在为国际援助和“一带
一路”倡议，及“对口支援、精准扶贫”等政策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本文余下部分研究结构为:第二部分为研究假说和识别策略，讨论援助在增长中的

理论背景，分析“对口援建”政策和自然实验条件的吻合度; 第三部分为数据和实证模
型;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讨论; 最后为结论和政策启示。

①

②

扩展的 DID是指在标准 DID中考虑实验组内，以及实验期内的差异。动态 DID 是指将实验前期和后期扩展为
具体年份。
四川农村日报( 2018-5-8) “汶川地震 10年，39个重灾县的巨大变化都在这些数据里”。2011年 5月 11日，新华
网、搜狐网、中工网等，对对口援建地震重灾区成果进行了系列详细汇总报告，见 http: / /news．workercn． cn /c /
2011 /05 /10 /110510083744926633121．html。



56 2022年第 1期

二、研究假说和识别策略

援助增长( Aid-growth) 理论认为，资本或人力资本的匮乏是贫困乃至不发达的主要原
因。因此，主张通过外界的援助，如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教育、医疗等，可以帮助落后地区
实现增长。但是，实证检验中发现该结论并不稳健( Boone，1996)。世界银行对众多贫困
国家的援助经验显示，援助或许买不到增长( Easterly，2003)。制度条件较差的国家，接受
援助后反而出现了负增长( Burnsid和 Dollar，2000)。援助不但没有带来经济上的好处，由
于腐败、资源诅咒等，还可能对经济社会产生破坏作用( Ｒajan 和 Subramanian，2011)。例
如，食物援助反而激发了当地部落之间的矛盾冲突( Nunn和 Qian，2014)。然而，这些经验
研究结论一直未得到一致的答案。Galiani 等( 2017) 认为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援助与
受援方的收入相关，并不完全外生。第二，截面数据中以人口、经济政策等作为工具变量
有失偏颇。第三，跨国面板数据，一方面不能避免受援国之间异质性问题，也无法区分援
助项目，以及不同援助方发展模式的差异( Minasyan 等，2017) ; 另一方面，GMM 估计结果
是不稳定的，依赖于样本吻合度。Bulte 等( 2018) 提出了第四个问题:跨国援助的经验检
验一般无法提供反事实证据。Galiani 等( 2017) 认为，利用准自然实验才能解决上述估计
偏误。事实上，在准自然实验中，跨国数据的异质性问题仍然会影响实证检验结果的有效
性。因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在制度、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天然的差异，即使是经济指标
非常相近，但很可能因为当地私有部门对援助的反应不同而导致援助结果的不同。Bulte
等( 2018) 认为，自然实验能更有效地识别援助与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避免异质性估
计偏误问题，并考虑了反事实因素。该研究利用 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后，中央政府实
施的“对口援建”政策作为自然实验的研究发现，由于大量的援助资金引起了要素在不同
部门之间的流动，最终引发了“荷兰病”机理，在短期内抑制了当地工业部门的发展。然
而，工业部门并不能完全代表总体经济，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相对比较贫困的地区。正如
Bulte等( 2018) 所说，“以公共投资为主的援助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其正向作用可能
在中长期才能显现出来”，为本文重点考察灾后援助对灾区经济以及各部门经济增长的中
长期影响奠定了基础。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灾后援助有助于灾区经济恢复。
假说 2:新企业的进入是灾后援助经济实现恢复的重要路径。
此外，如果上述假说得到验证，则对灾害经济学领域也有一定贡献和启示。自然灾

害频发，但由于数据限制和现实复杂的情况，极难区分灾害和援助的混合影响。目前研
究仍止步于灾害对经济的影响( 邓国营等，2010; 山立威等，2008) ，鲜有研究关注援助重
建用以缓解灾害冲击的实践效果①。为什么“对口援建”政策可以作为一次自然实验，
识别出援助的外生性呢?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典型事实进行分析:

首先，“对口援建”对援助双方的匹配和援助标准，由中央制定，地方执行。2008年 5

① Noy( 2009) 认为，“伴随自然灾害后的援助潮同样值得研究，援助的激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领域，但几乎没有
文章对此予以关注。对于跨国数据而言，即使是直接的援助，我们也不能确定援助最终的流向和对经济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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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日，8．0级大地震袭击了四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自然灾
害。死亡人数达69 000多人，480万—1 100万人失去家园。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水电、工
厂、学校、医院、政府办公楼等都遭受了严重的毁坏。震后不完全统计，经济总损失达 8 450
亿元①。随即，大量援助物资涌入成都，但无法有效匹配到灾区。面对这一巨大执政难题，
根据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社会组织形态特征( Zhang，2006) ，中国政府创造性地运用分权
组织模式，让其他非灾区的 18个省份“一对一”对灾区实施灾后救援。救援结束后，中央
政府继续将该对口策略应用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此外，受援方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
个月内，忙于救援，而且伤亡了很多地方干部，他们无法事前预知重建政策规划，提前和中

央要资源。即使可以和中央沟通，但具体实施援助的负责人落实到了“兄弟”省份身上。
援助省直接对口受灾县，或者将任务分解到各地级市，援助方比受援方高出两个行政级

别，关于援助具体项目的最后决定权在援建方手中，受援县的谈判能力非常弱小。
其次，援建政策制定紧急，无法精准评估灾区的实际损失，使得部分灾区未被列入

对口援助计划。因此，灾区被划分成了两类:对口援建灾区和灾后自建灾区。地震发生
后，中央政府初步认为受损最严重的是震中———汶川县映秀镇，制定了围绕震中展开的
对口援建和恢复重建规划方案。政策规定四川省内的 18 个受灾县接受 18 个省的对口
援建②。然而，事后发现，此次地震冲击是随机的，并未沿着地震带“移动”③。汶川地震
并不是以一个点为震中，而是一条断裂带。从西南到东北长度 300 公里，从东南到西北
宽 80—100公里。这就导致四川省内实际上共有 39个( 区) 县遭受了地震损失。因此，
除上述 18个对口援建灾区县外，其余 21个灾区即使遭受了损失，甚至部分地区的损失
高于对口援建灾区④，但未能获得来自其他省份的对口支援。该类灾区主要依靠中央、
四川省和地方政府扶持以及社会捐赠等进行灾后自建。上述对口援助的“错配”事实，
为本文区分地震和援助两者的混合影响提供了现实条件。当然，本文重点并不是为了
评估对口援助政策的匹配效率。
最后，灾后援助项目和受援方均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一方面，与其他社会援助、捐赠、

贷款等不同，“对口援建”的任务由中央统一规定，包括援助投资金额下限及项目类别。中
央政策规定:每个对口援建省以不低于上一年财政收入的 1%对灾区进行援建，“三年任
务，两年完成”。对口援建项目仅限于住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稳定就业等非生产性公
共投资四个方向。另一方面，援助方都是中国内部较为发达的沿海省份，相比国际援助而
言，在政策、制度和文化上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同时，受援县均为四川省内各县级，因而
也具有较强同质性，可以避免国际援助中跨国数据的制度、文化的异质性问题。此外，汶
川地震灾区位于西部贫困县，地震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可以类比国际上不发达地

①

②

③

④

本文通过多个途径搜集整理的县级层面的损失总和为 7 697亿元，与此差异主要源于本文考虑的是 33个极重灾
县，而不是 39个极重灾区以及陕西等灾区。
对口援建灾区总计为 20个，其中天津市对口援建陕西省内极重灾区，及深圳市对口援建的甘肃省内极重灾区。
其余 18个分布在四川省内。
详见: http: / / v．163．com /paike /VDMS93N82 /VP15ＲUDID．html。
关于灾区损失和援助情况的统计和描述，参见 Bulte 等( 2018) 和 Chen 等( 2016) ，汇总列表因篇幅原因删除，如
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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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同时，该政策随后也被应用和推广到其他援助领域，如 2010年中央要求 19个省市对口
支援新疆的各个地区①。因此，汶川地震对口援助案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综上，“对口援建”政策是检验外生的、以公共投资为主的灾后援建效果的一个非常

好的自然实验。据此，本文将四川省内各地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对口援建灾区( 深灰色
区域)、自建灾区( 浅灰色区域) 以及非灾区( 白色区域) ，见图 1。以对口援建灾区为实
验组、灾后自建灾区为控制组，考察 2008 年地震后，援助完成前后的灾区经济发展差
异; 此外，为检验灾区经济在震后的恢复程度，本文进一步以灾区( 援建和自建) 为实验

组，非灾区为控制组，考察地震前后灾区与非灾区经济发展趋势的异同。

图 1 四川省内各类地区分布图
注:绵阳市和德阳市共有 6个区为自建灾区，由于城市集群效应与县不同，在分

析中剔除。最终自建灾区县为 15个。地震带一直延续到甘肃境内。

三、数据和实证模型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 ( 1) 四川县级基本经济指标，如 GDP、三大产业增加值( 简称部门
GDP) 等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 2003—2016) ; ( 2) 分行业企业进入数据来源于《四
川省工商企业注册目录》( 2005—2013)。笔者根据工商局企业注册基本信息表，依据国
家统计局行业两位代码进行归类。并根据注册地址、经营地址等信息汇总到县级，构建
县域—行业面板数据; ( 3) 对口援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8—2010) ，根据援
建省份每年财政收入的 1%计算; 援助方市场化指数来源于王小鲁、樊纲的《中国分省份
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6)》，实际援助金额参考了 Chen 等( 2016) 的统计; ( 4) 其他社会援助
数据通过《民政统计年鉴》( 2008—2009) ，以及《四川年鉴》( 2008—2009) ，各县志( 2008—
2009) 整理而成; ( 5) 地震损失数据来源于《四川年鉴》( 2008—2009)。因为地级市的行政

① 详见: http: / /politics．people．com．cn /GB /1024 /11261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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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存在城市集群效应，与县级市的发展规律有所差异，因此剔除地级市的各行政区，最终

四川省内的 138个县为本文的观测样本。GDP 等经济指标的时间窗口选择 2002—2015
年。一是为避免中国加入WTO的影响，选择从 2002年开始。二是 2016年四川省县市划
分有了重大的调整，例如取消安县，设立安州区，郫县改为郫都区，简阳市划为成都市管

辖，统计口径较之前会发生一定变化。注册企业数据选择 2005—2013年的窗口期。因为
2004年开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议通过《企业登记程序规定》后，全国才开始全面规
范企业注册登记手续。2014年中国开始了商事制度改革，大大降低了企业注册的门槛，因
此本文只使用 2005—2013年间分行业新注册企业数进行分析①。
对口援建和其他援助资金的信息未包括灾区自筹经费和中央划拨重建经费。一方

面，因为这两类重建经费有很强的内生性; 另一方面，所有灾区都可以申请使用这两类

经费。在后面的实证检验中，通过双重差分分析将剔除这部分影响。如果按照地震经
济损失从大到小排序，有 6个灾区损失较高( 绵竹、什邡、汶川、北川和青川) ，其余 12 个
对口援建县和 15个自建灾区的损失无显著性差异，甚至有的援建灾区的损失更少。援
助率与损失之间未呈现相同趋势，即有 21 个灾区损失具有重叠性。这意味着，给定同
样地震损失的条件下，对口援建县所获得援建资金远远高于自建灾区。当然，本文对此
不作任何评价，因为政策实施得比较紧急，最终损失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完全确定。社
会援助大多以当时官方统计的损失为依据进行援助。该结果验证了前文所说的对口援
助存在一定“错配”现象。因此，给定 33个灾区县，将 15个灾后自建县作为对口援建地
区的对照组，可以一定程度上区分地震和援助两类冲击的影响。

( 二) 实证模型

本文用下面的几个估计方程来检验灾后重建援助对受援方经济增长( 包括经济总

量和各部门经济增长) 的中长期影响及其微观机理。
首先，为检验援助对灾区经济恢复的作用，本文构建如下的回归方程:

Yit =βAidi* Yeart+Zit+County+Year+εit ( 1)
Y 为 GDP 或者是部门 GDP，i 为县，t 为年份。根据 2008年 6月 19日颁布的《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08〕53 号)
定义 18个灾区为对口援建县为实验组，Aid= 1。根据 2008年 9月 19 日《国务院关于印
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通知》( 国发〔2008〕31 号) 定义 15 个非对口援建
受灾县，统称为自建灾区，Aid = 0。本文将这两类地区统称为“地震灾区实验田”，其余
为非灾区。与 Bulte等( 2018) 以非灾区为控制组的估计策略不同，本文主要以“地震灾
区实验田”为观测点，目的是区分地震和援助两类影响，以及确定外生的援助实施后的
经济效果。一方面，在地震灾区内部划分实验组和控制组，通过双重差分可以剔除地震
的影响。另一方面，依据对口援建灾区获得了大量的外来援助资金，而实际损失不一定
高于自建灾区这一客观事实，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地震损失程度的影响。

① 除 2008—2011年的对口援建政策外，其间还有“西部大开发战略”。该战略是针对整个西部的，并没有具体以县为
单位实施( Fan等，2013) ，不影响本文的估计。2013年 4．20雅安地震，主要影响芦山、宝兴和天全县，重建主要以社
会援助为主，这三个地区未包含在本文匹配后的实验样本中，对本文研究也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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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为年份虚拟变量，时间窗口为 2007—2015 年作为基准回归。同时还延长地震
前的时间窗口至 2002年，以及仅观察地震以后 2009—2015年作为稳健性检验。Z 为控
制变量，目的是剔除其他可能与对口援助实施时间相重合的其他事件冲击的潜在影响。
例如 2008年金融危机对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影响较大。如果这部分地区恰好与对
口援助地区重合，本文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 Aid* Year 的估计系数很可能无法准确反映
援助的作用。因此，本文选择当地农业产业比重来剔除金融危机冲击效应。此外，本文
还控制了人口和财政收入，以控制潜在的同时期受灾县的其他政策影响。
由于本文实验组和控制组内都包括多个县，为避免组内差异，使用县( County) 固定

效应来替代实验组群( Aid) 的固定效应。该固定效应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地
区差异，如地震损失、地理条件、社会的捐赠等。这个扩展的 DID 模型既考虑了实验组
内的组间差异，同时控制了同年份之间的差异性。
方程( 1) 无法证实对口援建是否帮助灾区经济实现“超速增长”。即当援助项目结

束后，灾区经济是否实现新一轮的、高于地震以前的内生增长。因此，本文进一步构建
双重差分模型:

Yit =βAidi* Post( ＞2011) t+Zit+County+Year+εit ( 2)
根据中央要求，对口援建目标是“3年任务，2年完成。基本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含义是对口援助实际执行从 2008年开始，援助方按照 3
年财政收入标准的 1%执行，但项目必须在 2 年内完成。笔者于 2010 年底走访灾区时
发现，对口援建办公室已经撤离。2010年底，全部援助资金已经投入完毕。绝大部分援
助项目投入使用，仅少量项目在 2011 年 5 月份竣工。因此，本文定义 2012—2015 年为
援建后期①，即实验期，Post= 1; 定义 2002—2007年为援建前期，Post = 0。剔除援建实施
期( 2008—2011年) 可以剔除援建实施期的短期冲击。以援建前期为对比，目的是检验
援助是否带来高于当地受灾前的“超越式”增长水平( 以下提到的“超越式”增长、超速
增长、新增长等均表示援助完成灾区经济超过地震前的增长率)。

( a) 全部灾区 ( b) 匹配灾区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对口援建与自建灾区 GDP 增长差异
注:纵轴为以 2001 年为基期( 记为 1) 计算的年增长率。横轴为年份。例如: 2003 年增长率 = GDP2003 /

GDP2001，2004年增长率=GDP2004 /GDP2001。

① 本文还以 2010年为断点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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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本文研究的经济恢复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灾后经济复苏。定义为灾区
经济在 2008年地震的负向冲击下实现增长，并逐步恢复至地震前( 如 2007 年) 的增长
水平。因为有一种可能是地震带来的冲击具有长期负效应。二是灾区经济实现新增
长，或“超越式增长”。含义是灾区经济的增速超过了地震前，甚至是超过了非灾区的发
展水平。换言之，援助结束后，灾区经济实现新的内生增长。
双重差分模型( DID) 估计方法使用的假设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之前

须具有共同趋势。如图 2( a) 所示，对口援建县和灾后自建县在地震前的 GDP 增速一
致。地震后，两者才出现差异。当然，政策实施前具有平行趋势，不代表政策实施后依
然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为此，本文借鉴 Bulte 等( 2018) 的做法，采用实验组和年份交
叉项系数的估计作为安慰剂检验( 见图 3)。

表 1 灾区内样本的匹配对比分析表

对口援建 灾后自建 P-value

面板 A: 匹配样本

GDP 增长率( 07 /02) 1．81 2．08 0．2633

农业占比( 2007) 27．78 25．12 0．6952

地震损失( 亿元) 168．54 78．85 0．1355

对口援建( 亿元) 24．39 0 0．0000＊＊＊

社会援助( 亿元) 15．76 5．59 0．0671*

灾区数目 7 7

面板 B: 未匹配样本

GDP 增长率( 07 /02) 2．34 1．98 0．0336＊＊

农业占比( 2007) 19．77 35．41 0．0057＊＊＊

地震损失( 亿元) 488．15 87．61 0．0140＊＊＊

对口援建( 亿元) 46．50 0 0．0000＊＊＊

社会援助( 亿元) 11．78 9．97 0．6554

灾区数目 11 8

面板 C: 全部灾区

GDP 增长率( 07 /02) 2．14 2．03 0．4592

农业占比( 2007) 22．88 30．61 0．0747*

地震损失( 亿元) 363．85 83．52 0．0057＊＊＊

对口援建( 亿元) 37．91 0 0．0000＊＊＊

社会援助( 亿元) 13．34 7．93 0．0930*

灾区数目 18 15

本文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区分援助和地震的混合影响。虽然对口援建政策实施
中，援助资金和地震损失不是一一匹配，但一些极为严重的灾区的确获得了更多的援助

资金( 如汶川、北川、绵竹等)。为此，本文在灾区样本内重新构建子样本，以区分地震损
失程度和援助资金的相关而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构建的子样本需要满足两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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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一是匹配后的子样本和总样本无显著性差异; 二是匹配后的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地震

前具有同样的增长趋势，以符合自然实验的条件。同时，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地震损失也
应无显著差异，唯一区别是获得援助资金不同。如图 1 所示，有斜线标记的 14 个灾区
为匹配后样本( 统称为匹配样本) ，其中 7个对口援建灾区( 深灰色斜线) ，和 7个自建灾
区( 浅灰色斜线) ①。
表 1报告的是两类灾区震前经济增速、地震损失和援助金额的对比。面板 A 为匹

配灾区样本; 面板 B为未匹配上的灾区样本; 面板 C 为全部灾区样本。面板 A 和 B 的
样本之间唯一区别是地震损失，未匹配灾区损失较为严重。结果显示，全部灾区以及未
匹配上的灾区样本中，对口援建的地震损失和援助显著高于自建灾区。在匹配后的样
本中，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仅仅是所接收到的援助资金有显著差异，前者显著较高。
震前经济增速以及地震损失等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事后粗略计算，平均每个灾区地震
损失 236亿元，相当于 2001—2007 年 7 年当地的 GDP 总量。按照 2007 年 GDP 计算，
如果没有援助，灾区需要 4．8年才能完全弥补经济损失。有了援助，仅需 3．2 年［地震经
济损失= 3．2* ( GDP+总援助) ］。实际上，2008—2011年援建期间的发展基本上弥补了
地震造成的损失。因此，以 2011 年后为实验期，规避了地震和援建短期内致使经济产
生较大波动的状况。根据该匹配结果，重新检验了对口援建和自建灾区在援助前 GDP
增长趋势，结果汇报在图 2( b) 中，除了 2008 年，两类受援灾区的地震损失差距缩小以
外，GDP 增长趋势与图 2( a) 一致，说明匹配组作为稳健性检验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外，对口援助灾区农业产值占 GDP 比重显著低于灾后自建灾区。这很可能意味

着，该地区受到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因此在方程( 1) 中加以控制。但该指标在
匹配样本中在地震前无显著区别，为本文区分援助和其他事件冲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跨国援助中，对不同国家的援助项目区别很大，如基础设施、产业扶持、教育、医

疗、技术等多方面。来源于不同国家的援助项目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现有跨国援助
研究的数据即使能够具体到同一项目类别上，也很难集中考察同一个援助方的不同援

助金额对受援方经济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根据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指南，援
建主要用于修建房屋、公共基础设施等。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汇总来看，对
口援建地区 84%的援助项目为住房、基建和公共基础设施( 自建灾区这三者比重约为
74%) ，对口援建和灾后自建的重建资金流向均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为此，本文进一
步构建方程( 3) ，考察援助结束以后，灾区经济是否出现了超过灾前水平的新增长。

ΔYipost /ΔYibefore =βLog( Pair_Aidi ) +μi ( 3)
方程( 3) 直接用 GDP 增速的双重差分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口援建金额为解释变量。

ΔYipost为受灾县 i在援建后期 2012—2015年的增长率，ΔYibefore为地震前期 2004—2007 年

① 倾向评分匹配法( PSM) 是帮助寻找政策实施的匹配组，使得控制组和实验组的 GDP 在援建前有共同趋势，但
不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问题。一是地震冲击产生的受灾地区是随机的，对口援建选择是按照行政区位划分，有着
一定的错位。二是受灾县在县级层面无法事前预测地震后会实施对口援建，以及哪些地区会被援建，事后也基
本上无法直接干预援建方投入多少资金。因此，根据实际受灾区位分布，对口援建组和灾后自建组在地震前的
客观事实存在共同增长趋势( 见图 2和图 3) ，相比计量方法的匹配更为接近现实。这里的区位匹配的目的仅为
了剔除地震损失程度的影响。



2022年第 1期 徐丽鹤 夏萌萌 灾后援建、新企业进入与灾区经济恢复 63

的增长率。Pair_Aid 主要为对口援助金额。本文还用了实际援助金额、总援助金额或者
社会援助金额( 取对数) 作为稳健性检验。

Minasyan等( 2017) 研究发现，如果援助资金来源于“更好的”援助方，如援助方有更
多激励私人援助的税收政策，则援助更有效。Liu 和 Tang( 2018) 对比美国和中国对非
洲的援助显示，相比美国而言，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更有利于中非的双边贸易。徐丽鹤等
( 2020) 研究显示，与美国相比，中国对非援助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发展。因此，不同的援
助金额，或者援助方自身经济水平，对受援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有不同。构建方程( 4) ，
估计援助方之间的异质性对受援方经济的影响。方程( 3) 和( 4) 之所以未加入控制变
量，原因是:一方面，将 GDP 进行双重差分已经将时间变化剔除，另一方面，援助是外生
的，并由 2008年中央决定，当地社会经济指标虽然会随时间变化，但与援助无关，因此 β
估计具有无偏性。当然，加入当地经济指标的检验，能够证明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ΔYipost /ΔYibefore =αLog( Pair_Aidi ) * Mj+βLog( Pair_Aidi ) +γMj+πi ( 4)
M 为援建省 j 的 2008—2011年平均市场化指数，其余变量与方程( 2) 相同。援助资

金按照援助方财政收入的 1%计算，代表了援助方的发达程度。本文用樊纲在《中国分
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6)》中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援助方市场化水平，这里隐含的假
设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可能越注重培育市场，援助完成后可能更有利于当地市场

化进程，从“输血”向“造血”功能转变。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灾后重建援助对灾区经济恢复的作用

图 3汇报了方程( 1) 中援助和时间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图 3( a) 为 2007—2015年匹
配样本的估计结果，图 3( b) 为 2009—2015 年的匹配样本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对口援
建灾区经济在地震前和地震后 3 年呈现“√”式发展特征，之后趋于平稳。与灾后自建
灾区相比，即使经济损失程度相同，对口援建灾区经济在 2008 年显著较低，2009 年和
2010年明显提升，至 2011年以后灾区经济实现趋同。在地震后，对口援建灾区由于“荷
兰病”的作用机制( Bulte等，2018) ，或因为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援助项目存在滞
后效应，对口援助未能在短期内帮助灾区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如超过非援助灾区。但
这一结果并不能否定对口援助对灾区经济从地震冲击中恢复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援
助，对口援助灾区的经济可能持续下滑。图 3( c) 为扩展地震前的时间窗口至 2002—
2007年，结果与图 3( a) 一致。再一次佐证了对口援助对灾区经济从地震冲击中快速恢
复的显著作用。当然，灾区经济是否在援助后超过了非灾区的增速呢? 本文进一步将
方程( 1) 中控制组更换为四川省非地震灾区，将对口援助和灾后自建灾区作为实验组放
入方程同时进行估计。如图 3( d) 所示，无论是对口援助灾区还是灾后自建灾区，都未
能证实如媒体报道的超过非灾区的增速。当然，这更有可能是地震冲击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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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对口援建与灾后自建: 2007—2015 ( b) 对口援建与灾后自建: 2009—2015

( c) 对口援建与灾后自建: 2002—2015 ( d) 灾区与非灾区: 2002—2015

图 3 援建对灾区经济恢复的作用(匹配后样本)
注:原点为实验组和年份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垂直水平线为 90%置信区间。

检验灾后重建对灾区经济恢复的作用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将上述估计控制在地震

以后:以 2009—2011年为控制期，对两类灾区进行双重差分检验来识别援助与经济复
苏的因果关系。很可惜，援助和非援助灾区在地震的冲击下，经济发展水平不符合平行
趋势的假设。一是地震后援助实施期间，两类灾区经济增速存在显著差异，图 3( a) 也
证明了这一点。二是 Bulte等 ( 2018) 证实对口援助会激发“荷兰病”原理，援助更多的
地区，发展越受到阻碍。鉴于对口援助在匹配灾区样本的外生性，本文直接采用 OLS 检
验援助对灾区经济恢复的作用，也较符合现实情况。表 2 的结果显示，给定地震冲击、
灾区产业结构、人口和当地财政支出等因素，与自建灾区相比，对口援助对地震后灾区
经济恢复( 高于 2008年) 具有显著的边际贡献。综上，本文认为如果没有外来援助，对
口援建灾区经济无法在震后三年内实现快速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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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灾后重建援助对灾区经济复苏的影响: 2009—2015

( 1) ( 2) ( 3) ( 4)

Ln( GDP) Ln( 农业) Ln( 工业) Ln( 服务业)

对口援建 0．894＊＊＊ 0．804＊＊＊ 0．393＊＊ 1．577＊＊＊

( 0．161) ( 0．106) ( 0．193) ( 0．158)

L．农业比重 －0．010* 0．017＊＊＊ －0．047＊＊＊ 0．003

( 0．005) ( 0．004) ( 0．006) ( 0．005)

L．Ln( 人口) 0．753＊＊＊ 0．128 0．841＊＊＊ 0．286

( 0．233) ( 0．210) ( 0．301) ( 0．216)

L．Ln( 财政支出) 0．005 －0．069＊＊ －0．047 0．078＊＊

( 0．025) ( 0．030) ( 0．040) ( 0．032)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98 98 98 98

adj． Ｒ2 0．990 0．957 0．981 0．983

注:括号内为县内集聚标准误。* 代表 10% 显著性水平，＊＊为 5%显著性水平，＊＊＊为 1%显著性水平。自建
灾区为控制组。“是”表示控制，“否”表示未控制。下表同，不赘述。

( 二) 灾后重建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影响

图 3和表 2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对口援建给灾区带来了“超越式”( 超过地震前和非
灾区) 内生增长。因此，为考察灾后援建对灾区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本文选择 2012—
2015年为实验期，2004—2007年为控制期，检验灾后援助对灾区经济“超速”发展的作
用。以 2011年为断点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根据援助完成的规定和现实情况; 二是如
图 3( c) 显示，在 2011年以后援助和非援助灾区经济趋于稳定。正如上文讨论的，援助
期间( 2008—2011 年) 是灾区经济波动比较大的时期，本文将此剔除。以地震前
( 2004—2007年) 为控制组为基准来检验对口援助是否带来“超越式”增长，估计结果报
告在表 3。

表 3 对口援建对经济的影响 ( DID) :“超速”增长(匹配样本 2004—2007VS2012—2015)

( 1) ( 2) ( 3) ( 4)

Ln( GDP) Ln( 农业) Ln( 工业) Ln( 服务业)

对口援建* Post －0．085 －0．064 －0．077 －0．072

( 0．060) ( 0．043) ( 0．061) ( 0．084)

对口援建 －0．479＊＊＊ －0．302＊＊＊ －0．439＊＊＊ －0．582＊＊＊

( 0．082) ( 0．053) ( 0．119) ( 0．087)

Post 0．715＊＊ 0．647＊＊ 0．970＊＊＊ 0．878＊＊＊

( 0．289) ( 0．293) ( 0．209) ( 0．3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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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1) ( 2) ( 3) ( 4)

Ln( GDP) Ln( 农业) Ln( 工业) Ln( 服务业)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12 112 112 112

adj． Ｒ2 0．983 0．978 0．987 0．961

表 3的结果显示，对口援助与援助实施后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但统计上不显
著。这意味着对口援建灾区和自建灾区的经济，在对口援助实施后未出现显著差异。
换言之，灾区经济未能因为地震而出现显著的持续下降，这应该归功于对口援助的贡

献。当然，对口援助也不是万能的，它对灾区经济实现高于震前的增长水平的作用并不
显著。其中，农业部门、工业部门以及服务业部门经济发展趋势与经济总量的规律
相同①。

( 三) 异质性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影响

国际援助异质性误差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受援方之间制度文化的差异; 二是援助

项目差异; 三是援建金额差异; 四是援助方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本文的受援地集
中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省份内，制度文化等具有同质性。从政策顶层设计到实际援建
实施，所有受援方获得的主要援助项目趋于一致。因此，本文面临的援助异质性主要来
源于后两者。
首先，从援建金额来看，对口援建灾区获得的援助远高于自建灾区。根据援助额和

损失额粗略计算，对口援建灾区平均援助率为 0．14，自建灾区的援助率为 0．09。意味着
每一单位的损失，对口援建灾区获得的援助是自建灾区的 1．5 倍。表 3 的估计结果说
明，相比自建灾区而言，额外的对口援建可能并没有买来灾区“超越式”经济增长。但也
许灾后自建和对口援建灾区在重建项目上存在结构性差异，或者援助实施过程中存在

差异。方程( 3) 的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4 中。其中，表 4 的第( 1) 列为全部灾区样本，第
( 2) 列为自建灾区样本，第( 3)—( 6) 列为对口援助灾区样本。总援助为三年的对口援
建资金和社会援助资金②。对于全部灾区而言，无论是对口援建灾区的对口援助，还是
自建灾区的社会援助，援助金额的多寡对灾区的经济增速均无显著影响。当然，也没有
显著抑制当地经济的发展。

①

②

此外，本文还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 剔除相邻灾区样本，仅保留与对口援助灾区不相邻的自建区为控制
组，以避免援助的空间溢出的影响。( 2) 根据图 3的结果，将断点划定在 2010年，以 2011—2015年为实验后期
进行稳健性检验。( 3) 本文还剔除了人均损失＞20万元的 6个极重灾区，如汶川、青川、北川等，估计结果与表 3
一致，篇幅原因不作汇报。
因为对口援建和社会援助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将两者加总估计。在分析对口援建资金异质性问题时将
社会援助剔除，以避免共线性问题。以总援助代替对口援助的估计结果与此类似，篇幅原因不作汇报，如需要
可向作者索取。



2022年第 1期 徐丽鹤 夏萌萌 灾后援建、新企业进入与灾区经济恢复 67

表 4 援助金额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 2015 /2012)—( 2007 /2004) )

( 1) ( 2) ( 3) ( 4) ( 5) ( 6)

全部灾区 自建灾区 对口援建标准灾区 实际援助额

Ln( 总援助) －0．015 －0．046 －0．052

( 0．023) ( 0．038) ( 0．099)

Ln( 对口援助) －0．068 0．710 0．874*

( 0．094) ( 0．503) ( 0．427)

援助* 指数 －0．150＊＊ －0．169＊＊

( 0．070) ( 0．072)

市场化指数 1．378＊＊ 0．783＊＊

( 0．586) ( 0．321)

N 33 15 18 18 18 18

adj． Ｒ2 －0．020 0．078 －0．041 －0．027 0．106 0．148

注:增长率为 2012—2015年均增长率－2004—2007年均增长率。援助* 指数为 Ln( 对口援助) * 市场化指数。

其次，除援助金额的差异外，援助方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也可能导致估计结果

存在偏误。例如，援助方经济发展结构不同，对当地经济的溢出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因
此，本文引入市场化指数来衡量“更好的”援助方( Minasyan 等，2017)。一方面，灾区可
能容易向市场化指数高的地区学习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援助方的官方援助也可能吸引

更多私有部门的投资，进而更有利于灾区经济实现内生增长。因此，将市场化指数指标
与援助额的交互项来检验援助方异质性对受援地的影响。结果汇报在表 4 中第( 5)—
( 6) 列，分别为对口援助标准和实际对口援助金额的估计结果。结果与直觉相反，市场
化指数越高的援助方，当援助金额越多时反而抑制了灾区经济增长。经笔者田野调查
发现，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发达地区工业比较发达，它们在援助时，很自然地

认为本地区重要的行业对于受援地区也同样重要。因而，越发达地区更有可能来重点
帮助受援地区发展工业。但工业在受援地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再加上“荷兰病”的问题
( Bulte等，2018) ，这种援助的方式适得其反。比如，江苏省和辽宁省在绵竹和安县建造
了大型体育馆、文化馆以及工业产业园区。到实地调研可以看到，几乎这些在富裕地区
非常重要的设施在灾区都没有被利用起来，出现了空旷的产业园等现象。因为灾区的
人口集聚度较低，大部分人以外出打工为主，无法实现工业化所需的集聚效应。当然，
本文并不是在否定上述案例，仅为了说明，如果援助没有合理有效地利用当地优势资源

和产业，即使有再多的援助资金投入，也可能存在被浪费的现象。据笔者的不完全统
计，所有对口援建项目中，工业园区援助占总援助的 8%以上，而农业不到 2%。由此推
演，如果将援助资金投入在农业建设上，可能更符合当地的资源优势，从而利于受援方

形成内生的增长机制。
综上，灾后援建极大地帮助了灾区经济快速恢复，缩短了与非灾区的差距，灾区没

有因地震而一蹶不振。中国仅仅利用了 3 年时间重建就实现了经济的全方位恢复，可
谓是灾后重建的奇迹。然而，援助并不是神奇的药方，未能将灾区的经济增速拉到一个
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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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灾后重建援助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新企业进入的事实

上述结果显示，虽然援助没有带来新的增长，但确实是帮助了灾区经济从地震影响

中逐步实现恢复。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一正向的作用机制，而这一机制与当地自身的
发展有关。从政策规划以及援建实践来看，绝大部分援助均用于非生产性的公共物品
投资。公共投资理论研究显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影响私人投资产生
的( 例如，Abiad等，2016)。那么，以公共投资为主的援助是否也遵循这个路径呢? 经笔
者田野调查发现，良好的基础设施建好后，灾区农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很多农民工返
乡创业，发展农业产业。例如茂县的苹果、绵竹的树苗、汶川的樱桃、都江堰的猕猴桃、江
油新安农业公园等农业产业基地; 以农家乐等为主的旅游业，如绵竹的年画村、彭州的白
鹿镇等。这可能是援建完成后，当地经济实现复苏的主要动力。因此，本文采用新企业进
入数据作为衡量私有部门投资的指标，进而考察援助对灾区经济恢复的微观机制。
本文利用《四川省工商局注册企业名录》( 2005—2013 年) ①，根据主营业务进行行

业分类，依据注册地计算新注册企业数，并汇总至县级，构建县级—行业面板数据。将
新企业注册数目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对口援助对私有投资的影响。图 4 ( a)—
( d) 对比了对口援建和灾后自建两类灾区新企业注册数目的差异。结果显示:两类灾区
援助前各行业新注册企业数目基本相同; 援助后，对口援助对全行业企业进入数据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分行业来看，对口援助显著提高了私人资本在农业领域的投资，对制造
业和服务业的作用并不明显。该结果再一次佐证了上述事实。
因此，以交通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为主的对口援建，可以通过吸引私有资本投

资，促进当地优势产业发展，如农业和旅游业，从而有利于当地经济复苏和发展。地震
损失会影响震前存活企业在地震后期的退出和发展，对震后企业注册水平只有负向影

响。如果观测的结果是正向的，表明该结果更有可能是援助的溢出效果。
图 4 的估计结果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有利于否定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如果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恰好也是对口援助灾区的话，那么对口援建灾

区和灾后自建灾区的发展差异，就无法区分是援助的作用还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

( a) 全行业 ( b) 农业

① 本文还选择检验了 2003—2013年的企业注册数据，结果与此一致，不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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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制造业 ( d) 服务业

图 4 援助对新注册企业数目的影响( 2005—2013年对口援建 VS灾后自建)

面，金融危机对四川灾区经济影响应该是负向冲击，至少在 2009 年和 2010 年看到负向
影响。但从图 4( a) 可以看出两类灾区全行业在 2009—2010年都没有显著下降，说明金
融危机冲击在统计上对灾区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一般而言，金融危机对制造业比较
发达的灾区影响较大。但图 4( c) 显示，在两类灾区中制造业从 2006 年至 2013 年均无
显著的差异，进一步排除了金融危机冲击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汶川地震后“对口援建”政策这一自然实验，有效识别了援助与受援方经
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多途径来源数据构建了 2002—2015 年的县级面板数据，
采用扩展的( 以及动态) 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外生的、以公共投资为主的灾后重建援助对
当地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 ( 1) 援助有利于灾区经济实现快速恢
复，并达震前水平。微观机制是援建完成后，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大量私人投
资，尤其是在农业领域的投资，真正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功能的转变。但受地震
的影响，灾区经济仍落后于非灾区。( 2) 虽然更多的援助资金并没有带来灾区“超越
式”经济增长现象，但援助也没有像国际援助那样，出现抑制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对
于如此巨大的灾难后实施重建而言，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3) 当援助方市场化程
度越高，随着援助金额的增加，会削弱当地经济增速。因为越发达的援助方可能更容易
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忽略了受援方已有的农业产业优势。综合而言，灾后对口援助有利
于灾区经济恢复，且对不同部门的影响也有所差异。但并不是援助资金越多，受援地的
经济受益就越大。
本研究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扩展了 Bulte 等( 2018) 的研究，进一步填补了关于灾后

重建援助对当地经济发展中长期影响的空白，丰富了援助增长理论。推演本文的研究
结论，也能对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援助，或者扶贫工程等的实践有所启示。例
如，在实施援建时，需要多考虑受援方的比较优势，并非是投入越多，受援方经济就会增

长越快。正如本文所发现的，对于贫困地区，修建基础设施，发挥当地农业或者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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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优势，也许更能促成当地经济实现内生增长。
本文重点考虑的是外生的灾后重建援助的经济效果，未考虑社会捐赠以及内生重

建资金的影响。同时只关心灾区经济总量问题，未关注受援地的贫富差距问题、人民生
活质量、幸福感、对援助的满意度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因此，本研究不适用于对“对口
援建”政策的全面评价，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来评估灾后援助以及对口援建对这些非经济
指标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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